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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６０周年。虽然战争已经结束６０年，但是围绕战争历史的认识的分歧与差异仍然存
在，甚至还是影响国家关系及民间感情的重要的障碍。历史学者对于这种问题的解决有责无旁贷的责任。当然，针对否认侵略战争责任的观点的
批判是学者的任务之一，而在此基础上，是否还应有更积极的努力呢？有鉴于此，从２００２年起，我们与日本、韩国的学者与教师为尝试建立
面向未来的共同历史认识而编写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今年５月在三国同时出版，在各国都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人们关注最多的是为
什么要试探建立面向未来的共同历史认识。我想就此谈一谈感想与体会。 

   

第一，在战争已经结束６０年后的今天，建立共同的历史认识对于东亚国际关系的正常化与向和平的方向发展十分必要与重要。 

在影响东亚国际关系的历史问题中，最突出的是关于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历史的认识。但是在这一问题上的情况是，直接经历过战争的人到现在
越来越少了，他们的战争体验对后代人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小。据统计，现在的人口中，战后出生的占７０％以上。４０――６０岁的人，可能从
上一辈人的口中得到关于战争的部分感性知识，而２０岁左右的青少年，甚至从父母的口中，也难以得到关于战争的感性的认识。所以，对于多
数人来说，关于战争的历史认识有空洞化与抽象化的趋势。而这种空洞化与抽象化的认识，容易被引导到错误的道路上，特别是引向狭隘的民族
主义的方向。近年来在日本比较活跃的“自由主义史观”就是在向日本的青少年进行这样的引导，这种历史观不相信有共同的历史认识，也攻击
建立共同历史观的任何努力。 

对于多数人来说，他们的历史认识来自于历史教科书，也有部分来自于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在日本，应当说多数人是希望和平，反对战争的，
他们也批评与反对当年侵略了亚洲与中国的战争。这一点尽管有许多人并不十分了解，但也是事实。不过，他们一般是站在日本人是战争被害者
的立场反对那场战争，因为战争也确实给日本人民带来了苦难。多数日本人一提到战争，首先想到的是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是东京的空袭等
等，至于对日本人是加害者的认识，对许多人来说则比较浅薄。这是日本的历史教育的缺陷，也是与我们在战争历史认识上的主要的差异。在这
一问题上，我们与他们之间需要的是沟通与理解，也需要讨论，而不是批判。原子弹爆炸与空袭确实是事实，问题是如何分析与理解。如果充分
认识了日本带给亚洲人民的伤害与灾难，就不难理解日本人受害的原因了。至于完全否认侵略战争的责任，美化侵略战争的右翼的历史认识，则
必须批判，不是相互理解的问题。 

可见，历史事实的共有乃至建立共同的历史认识和历史观，已经不仅仅是政治层面的问题，也不是一些人的感情的问题，而是和平与发展的目标
所提出的要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国联等具有对处理国家关系有权威的机构的设想被称为理想主义，但是理想主义的国际关系没有能够真正建立起来，现
实主义的国际关系思维模式占了主导地位。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冷战的局面下，强调现实主义目标的冷战思维仍然占了主流，阻碍了人
类社会和平与发展的进程。在这种国际环境中，历史认识的差异必然成为影响国家关系与发展的重要障碍。但是，也有在解决历史认识差异方面
积极的努力，区域合作的实现是这一努力的结果。典型的如在欧洲，特别是德国与波兰、法国之间在谋求共同历史认识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努力。
这种努力对于今天欧洲形成的共同体的局面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而东亚地区国家间关系的紧张，则与历史认识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有相当大的
关系。因此进行这一方面的努力极为重要。 

第二，什么是影响中日间建立共同的历史认识的障碍？ 

谈到中日间的历史认识问题，我们知道：战后直到现在，总有那么一些人始终不承认日本发动的战争的侵略性质，坚持那是“解放亚洲”的战
争；他们还否定东京审判的结果，为那些战犯的罪责开脱。当然，公开否认侵略战争事实和推卸侵略战争责任的言行是对军国主义的露骨的肯
定，这是比较明显的问题。而把错误的观点渗透在历史认识与历史观中对人们进行历史教育，则更值得我们注意。日本扶桑社的《新历史教科
书》的历史观是特别需要我们关注的问题。 

当我们把这本书通读之后，就会发现，强调“历史不是科学”，而是“故事”，强调不能以今天的标准评价过去的不公和不正这一理论在支撑着
《新历史教科书》的基本结构。《新历史教科书》是通过精心选取的历史资料，按照编者设计的叙述过程，一步一步地建立起其唯心主义史观的
理论体系。 

第一步，《新历史教科书》在讲述日本的远古历史的时候，突出地强调日本文明的悠久与独特，竭力回避日本与亚洲大陆文明的关系，力图突破
传统的日本文明受中国古文明影响的定论，甚至还想暗中建立一种近代以前３０００年的中日关系是日本被殖民地化的恐怖的历史，是日本摆脱
中国威胁的历史。 

第二步，在上述基础上，教科书要在学生的印象中建立天皇始终拥有绝对权威的印象，回避日本中世纪的天皇的势力虚弱而且被架空的历史事
实。《新历史教科书》以相当多的篇幅叙述“日本的神话”，包括日本天皇与神的密切的甚至是直系的关系，日本国受到神的护佑的故事等等。
把《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的部分神话与传说写到教科书中，把神话与历史事实混合在一起以证明天皇制存在的正当性，是战前日本历史教
科书的特征，也是天皇制的国家主义的基础。然而，以“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为代表的日本的右翼与保守势力，又开始竭力鼓吹起日本的神
话，认为神话“是一国精神性的象征”，应当受到重视，认为“有神话的国家是有风格的国家，是成熟的国家，是国民自觉性的国家”。 

第三步，教科书把日本近代社会定位于亚洲领袖，这种逻辑关系与教科书的古代部分的神国日本的铺垫恰好形成了呼应。但是，当人们注意一下
战前日本的教科书，就不难看出，《新历史教科书》其实与战前的日本历史教科书是如出一辙。战前最后的教科书就说：“在与欧美列强的对抗
中，我国是东亚的领袖。但清朝与朝鲜都没有意识到这一情况”。 



第四步，由于有上述的铺垫，所以《新历史教科书》便毫不掩饰地歌颂明治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全文刊载鼓吹为天皇献身天皇的“教育敕
语”。而“大日本帝国宪法”和“教育敕语”本来是在战后被普遍认为是导致日本军国主义思想膨胀的重要的理论基础。 

第五步，前面已经为日本比亚洲优越的观点埋下了伏笔，所以接下来《新历史教科书》对战前发生的一切问题的叙述便都围绕这一核心进行了。 

如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是“确立日本安全保障的正义战争”，日本合并朝鲜是因为朝鲜像是从大陆刺向日本的一把匕首，一旦被敌国控制，是日
本的最大的危险。日本对中国东北乃至华北地区及全中国的进攻，是因为中国的“反日”运动危及了日本在这里的“合法”的权益。 

《新历史教科书》的逻辑就是：近代以来的日本在亚洲的活动，当然包括战争，都是围绕保护日本在亚洲的当然的领袖地位，都是合理合法的行
动，即使发生过屠杀与伤害，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日本方面的自存自卫所必须的行动。日本人应当关注日本人的整体意识是如何建立起来
的，即日本国民是如何在这些活动与战争中确立了献身国家与天皇的意识这一精神层面的问题。 

以上的五步环环相扣，步步深入，构成《新历史教科书》的理论体系。从另一个角度，这一理论体系也可分解为两个系统，即在日本的独特文明
的基础上，日本国家的系统和日本天皇与国民的系统。而这两个系统，恰恰构成日本在战前和战争中所竭力维护的所谓的“国体”。 

第三，以上的历史观，是横亘在中日历史认识间的重大的障碍。但是，并不是多数人接受那样的历史观。那本《新历史教科书》在日本学校的采
用率极低就是证明。 

在日本，多数人还是希望和平，反对战争的，他们也批评与反对当年侵略了亚洲与中国的战争。不过，他们一般是站在日本人是战争被害者的立
场反对那场战争，因为战争也确实给日本人民带来了苦难。至于日本人是加害者的认识，对许多人来说则比较浅薄。这是日本的历史教育的缺
陷，也是与我们在战争历史认识上的主要的差异。在这一问题上，我们与他们之间需要的是沟通与理解，也需要讨论，而不是批判。原子弹爆炸
与空袭确实是事实，问题是如何分析与理解。如果充分认识了日本带给亚洲人民的伤害与灾难，就不难理解日本人受害的原因了。至于完全否认
侵略战争的责任，美化侵略战争的右翼的历史认识，则必须批判，不是相互理解的问题。沟通这样的理解，是历史学者的责任。 

２１世纪的国际社会是在追求和平与发展的，对国际争端，我们主张通过对话解决。对影响国家关系的历史认识问题，解决的途径也是这样。这
些年来，世界面临全球化的影响，每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越来越深地进入国际社会。全球化不仅要求政府，而且要求国民都要有国际化的眼光，
应当具有更广阔的胸怀，不仅了解自己，而且要了解国际社会。我们批评日本扶桑社的《新历史教科书》，那本书就是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立
场上抵制全球化趋势而宣扬只有日本优秀。应当注意到，狭隘的民族主义在日本是有市场的。近年来，日本的经济持续停滞，国内弥漫着焦虑的
情绪。右翼借机攻击对战争进行反省的历史认识，鼓吹“光明的日本”，认为对战争进行反省就是“自虐”。日本的右翼还坚决反对共同的历史
认识，对我们编写这本书充满了敌意。但是，他们编写扶桑社那样的教科书如何能够面对２１世纪的国际社会，如何能够改善日本与亚洲乃至世
界各国的关系呢？ 

第四，明确历史观与历史认识、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首先为历史事实的共有而努力。 

  共同的历史观是建立在对重大问题的共同认识基础上的，而共同的历史认识则源于历史事实的共有。从这个意义上，历史事实的共有是建立
共同的历史认识乃至共同历史观的基础。谈到历史事实的共有，在中日两国民众之间确实存在相当大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需要从不同的层面
进行思考。 

从一般的文化背景与社会环境的差异的角度来看，对本国民众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对另一国的民众来说，可能就如“天方夜谭”一般。如果
历史事实没有实现共有，各自分别根据自己掌握的历史事实建立的历史认识就不可能相同，因此也有可能建立不同的历史观。具体在对战争问题
的认识上，侵略国与被侵略的国家的国民都基于战争被害的立场，虽然同样反对战争，希望和平，但是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差异仍然相当大。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围绕战争性质与战争责任认识的对立的战争观的层面来看，存在有人用错误的历史观引导青少年的历史认识的现象。例如，
对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亚洲进行的侵略与殖民主义统治的战争责任的认定，本来是通过战后的审判以及多边或双边的和约已经明确的问
题，日本的政治家也在多种场合代表国家表示了对战争责任的反省。但是，从上个世纪的５０年代开始，就不断有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
否认侵略战争责任的言论的出现，先是所谓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然而就是力图在教科书中回避“侵略”的概念，而到２０世纪末，则发展
为侵略战争历史翻案的所谓“自由主义史观”，甚至编写出歪曲历史事实的宣扬“神国”历史的“新历史教科书”。这种历史观所依据的事实基
础往往是被歪曲或篡改了的。 

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民众来说，上述两个层面的问题中，无疑是前者的影响是主要的，对多数人是解决历史事实的共有问题。共同编写历史
书，在对历史事实共有的基础上，逐渐消除彼此间认识的差异，扩大认识的共同点，就会在广大的国民间建立相互的理解与信任，从而对国家关
系的正常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当然，对少数人出于狭隘的意识故意否认历史事实的问题，则需要进行针锋相对的批判。由于后者往往有比
较大的社会能量，他们为维护错误的历史观会强烈地反对历史事实的共有。所以解决历史事实的共有过程往往是与对错误的历史观的批判结合在
一起进行的。 

第五，促进不同国家间历史事实的共有，解决历史认识的差异，是实现历史学的功能，也是历史学者责无旁贷的社会责任。 

２００２年初我们开始了共同编写历史读本的工作。首先，我们确立了基本的共识，那就是： 

Ａ 近代亚洲遭到了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与压迫；同时也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Ｂ 日本与中国、朝鲜两国的情况不同，通过明治维新强大起来后的日本成为列强的一员，对亚洲进行了奴役与压迫； 

Ｃ 日本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与对朝鲜的殖民地统治给两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但日本的国民也承受了战争带来的苦难； 

Ｄ 战后的东亚需要走和平的道路，需要解决影响向和平与发展道路上前进的障碍。 

在共同编写的３年多的过程中，固然遇到相当多的困难，但经常让我们思考的，则是历史学的功能与历史学者的责任的问题：对于历史学者来



说，是否有必要编写面向青少年的教材；编写这样的书籍，与学者的学术追求是否矛盾？ 

实践证明，在历史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东亚国际关系发展的时候，解决这一问题是摆在历史学者面前的任务。批判日本右翼歪曲篡改历史的行径是
学者的任务，而编写促进历史事实共有的历史书，促进共同的历史认识更是历史学者的责任。特别是与外国的学者在研究探讨的基础上共同编写
教材，是对历史研究方式的突破。而这本书出版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的关注与欢迎：日、韩两国一版再版，订数与日俱增；而在中国，发
行后不久便跃升为图书发行的第一位，一周内连续加印３次，仍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这一情况使长期以来感到历史学被冷落和边缘化的我们深
有感触。我们体会到：历史研究的成果，只有广泛地与民众见面，为民众所接受，解决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才能够体现出历史学的功能与
历史学者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编写这本书也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 

２１世纪的国际社会是在追求和平与发展的，对国际争端，我们主张通过对话解决。对影响国家关系的历史认识问题，解决的途径也是这样。这
些年来，世界面临全球化的影响，每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越来越深地进入国际社会。全球化不仅要求政府，而且要求国民都要有国际化的眼光，
应当具有更广阔的胸怀，不仅了解自己，而且要了解国际社会。我们批评日本扶桑社的《新历史教科书》，那本书就是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立
场上抵制全球化趋势而宣扬只有日本优秀。应当注意到，狭隘的民族主义在日本是有市场的。近年来，日本的经济持续停滞，国内弥漫着焦虑的
情绪。右翼借机攻击对战争进行反省的历史认识，鼓吹“光明的日本”，认为对战争进行反省就是“自虐”。日本的右翼还坚决反对共同的历史
认识，对我们编写这本书充满了敌意。但是，他们编写扶桑社那样的教科书如何能够面对２１世纪的国际社会，如何能够改善日本与亚洲乃至世
界各国的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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